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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
技术张力与边界刚性

潘家华

摘 要　 城市规模的扩张受到空间、 土地、 水资源、 能源等环境要素的

刚性制约， 技术的突破能不断舒缓环境容量对城市规模的约束。 因此， 特大

城市的环境治理是技术张力和边界约束的均衡。 技术张力的内在制约表明，
虽然科学理性的技术选择有助于舒解特大城市的环境压力、 提升环境容量，
但由于自然、 经济和社会刚性的约束， 单纯的工程技术途径难以无限破解边

界约束等原因， 特大城市环境的有效治理， 需要通过制度手段来明确城市发

展的功能定位、 均衡配置公共资源， 以消除特大城市无序扩张的源泉， 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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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对于环境治理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体制机制层面的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环境问题的

制度构架； 另一种则主要指技术层面对某一事项或问题的控制和管理方式， 强调环境

问题管控的优化和可持续选择。 本文探讨的环境治理问题属于后一种。 从环境治理的

视角， 特大城市有相对和绝对之分。 所谓相对， 是指相对于环境承载能力。 如果城市

规模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所在地区的环境支撑水平， 那么这一城市无论规模大小， 相

对于环境容量， 已经是过大， 或者是太大， 不可持续。 但从城市管理的视角， 特大城

市无疑指的是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数量， 这是一个绝对量的标准。 尽管特大城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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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绝对人口规模的标准， 但也有相对内涵。 如果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则环境治理

相对轻松， 反之则困难。 之所以是相对的， 是相对于资源禀赋绝对量的约束。 特大城

市的环境承载能力显然是一个绝对量的概念， 尤其是水资源量、 土地面积等， 但也具

有相对量的内涵， 尤其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升， 使得单位资源量所能承载的人口

数量得以提高。 因而， 城市的环境治理， 在于技术张力和边界刚性约束之间的平衡。
一方面， 城市环境治理需要提升技术水平， 舒缓环境容量边界的刚性约束； 另一方面，
还必须尊重自然， 确保环境质量满足宜居和可持续的目标， 接受自然边界的刚性约束。

关于边界刚性与技术张力的学术论争， 源远流长。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的古典

经济学者 Ｍａｌｔｈｕｓ （１７９８） 的人口原理， 论证的就是自然生产力对人口数量的刚性约

束。① 二十世纪中后期 Ｍｅａｄｏｗｓ 等 （１９７２） 提出 “增长的极限”， 则是根据环境对工

业污染的吸纳和自净能力， 得出资源的消耗和工业扩张必须零增长的结论。 同期的美

国经济学家 Ｂｏｕｌｄｉｎｇ （１９６６） 也认同地球的边界约束， 认为只能发展 “宇宙飞船经

济”， 他这一主张在 Ｇｒｕｂｂ （２０１４） 的 《星球经济学》 中再次得到分析论证。 与赞同

边界刚性的极限论绝然相对的是技术张力论， 古典经济学家 Ｒｉｃａｒｄｏ （１８１７） 的级差

地租理论认为优质土地是有限的， 但边际土地可以近乎无限供给。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８１） 在

反对增长极限的论战中， 认为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可以破解各种极限约束。 Ｋｒｕｇｍａｎ
等人的新经济地理学论证了聚集和规模效应可以提升效率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潘家华等 （２０１３） 认为存在第三种思路， 源自东方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由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演化为当前的环境、 经济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特大城市的时空演化， 实际上就是技术张力和边界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技术

水平低下的农业文明社会， 城市规模难以大幅扩张， 而在技术较为发达的工业文明社

会，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 以至于出现超越千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没有楼层的空间拓展

技术， 没有地下轨道交通的建设与运营技术， 城市的人口和空间规模显然无法如此迅

速地扩张。 但是， 如果城市边界的扩张速度大于技术效率的提升速度， 就会出现并加

重诸如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 水资源紧张、 粮食供应短缺等各种城市问题。 同时， 技

术也不是万能的， 并不能完全破解边界约束。 特大城市的雾霾、 水资源和能源困境表

明， 只有天人合一， 达到经济、 社会、 环境相协调， 才是特大城市环境治理的根本

出路。

二、 承载能力的环境规定性

从自然地理空间上看， 胡焕庸 （１９８７） 指出我国特大城市均分布在胡焕庸线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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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在 １７９８ 年发表的 《人口论》 中指出， 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
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 战争和疾病； 呼吁采取果断措施， 遏制人口出生率。

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 １９３５ 年考察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时， 根据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画的从黑龙江

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一条分界线。



南侧。 历史上，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城市化渴求， 由于缺乏特大城市发育

的技术条件， 因而也没有工业社会特大城市的环境问题， 这显然是由于特定生产力水

平下环境容量的规定性使然。
那么， 环境容量的规定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是自然气候条件所决定的自然

生态系统生产力。 胡焕庸线与 ４００ 毫米降水量等值线基本重合。 半干旱的草原地带不

可能支撑较大规模人口的城市， 只有在降水较为充裕， 或其他地方降水而形成有地表

或地下水补充， 农业生产较为发达并能够提供较多商品农产品的地方， 才可能有人类

定居， 形成城市。 我国市区人口超过 ２５０ 万的 ４０ 个城市， 全部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一

侧。 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 市区人口超过 ２００ 万的城市也只有乌鲁木齐和兰州，① 前

者有天山融雪补水， 后者源于黄河径流保障。 与农业社会不同的是， 工业社会由于技

术突破， 在一些荒漠地区也有大城市， 例如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的一些城市。 但是，
一旦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趋于枯竭， 如果海水淡化技术难以支撑这些城市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要， 这些城市环境要素的刚性制约就有可能使它们变成新的 “楼兰古城”。②

第二是地形地貌的适宜性。 崇山峻岭、 湖泊水网从物理上限制了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与

活动。 第三是公共服务设施的能力。 在工业化水平较低时， 道路交通、 供水、 排水、
燃料供应等， 难以支撑特大城市的发育。 第四是就业容量。 一方面， 第一产业的就业

需要较大的自然空间， 这势必影响城市空间的扩张。 另一方面， 城市所容纳的非农产

业就业容量在没有工业化大生产的农业社会十分有限。 因而， 在农业文明社会里， 自

然环境容量的规定性， 限制了城市空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
没有人口规模上限的特大城市， 也存在一个环境容量主动或被动应对的问题。 封

建社会时期达官贵人告老还乡、 荣归故里，③ 新中国建立后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户籍

制度， 都属于主动的应对。 前者保证了首都和省会治所的城市人口规模相对平衡， 不

会无限增加； 后者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 使得城市人口规模可控。 城市规模

相对较小使得环境消纳和自净能力能够提供相应的环境服务， 而且城市有机废弃物作

为肥料回归农业生态系统， 因而污染情况并不突出。 但由于自然生产力低下， 毁林开

荒、 围湖造田等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度或不合理利用， 造成水土流失， 乃至生态

退化。 在这种情况下， 马尔萨斯预言的系统崩溃就可能出现。 例如， 新疆的楼兰古

城， 在自然环境容量消失的情况下， 城市荡然无存。 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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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年鉴 ２０１３》， 中国城市年鉴出版社， 北京。
楼兰古城， 位于罗布泊西部， 处于西域的枢纽，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我国内地的

丝绸、 茶叶， 西域的马、 葡萄、 珠宝， 最早都是通过楼兰进行交易。 楼兰古国在公元前 １７６ 年前建国， 到公元

６３０ 年消失， 只留下一片废墟静立在沙漠中。 （见百度百科词条， 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ｕｂｖｉｅｗ ／ １４８４１ ／
５０６６０９２􀆰 ｈｔｍ）

我国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 常见的称谓有 “致仕”、 “致事”、 “致政” 等。 “退而致仕” 在 《春秋公羊

传》 中注释为 “致仕， 还禄位于君”， 意即交还权利于君王。 古代的 “告老还乡”、 “告病还乡”， 形成 “从人

才资源流出到人才资源流入” 的良性循环， 对带动农村经济、 文化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粮食生产短缺、 商品粮供应不足， 无法支撑大量人口在城市的聚集， 只得将部分城市

居民疏散到农村， 导致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 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户籍

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走向农村， 不是由于环境污染或自然灾害， 而是由于城市就业

岗位不足 （潘鸣啸， ２００５）。① 在工业化初期， 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动力尚未完全突破

传统农业的技术瓶颈，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了十二年， 城镇化水平仅从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８􀆰 １％发展到 １９７７ 年的 １８􀆰 ２％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甚至下降至 １７􀆰 ４％ ， 出现

了逆城市化现象。

三、 技术对城市规模的扩张效应

技术创新和工业化生产突破了环境承载能力对城市边界的规定性， 规模和聚集效

应提升了城市的效率， 使得城市规模不断扩张， 特大城市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表现在： 第一， 工业化生产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工业化生

产不同于农业生产， 不受自然周期影响， 不依赖自然生产率， 对自然空间的占用较为

有限。 大量产业工人的聚集， 使得城市人口的规模不断攀升。 由于工业化生产和人口

的增加， 服务业得到迅速扩张。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

上的人口 （即人户分离人口） 共 ２􀆰 ９８ 亿人， 比上年末增加 ９４４ 万人， 其中流动人口

为 ２􀆰 ５３ 亿人， 比上年末增加 ８００ 万人。 工业化进程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均为人口净

流入省份， 广东一省净流入人口超过 ２０００ 万人， 上海、 浙江、 江苏两省一市净流入

人口总数也逼近 ２０００ 万人。 而工业化进程滞后的中部和西部省区则为净流出地区，
河南净流出人口超过 １１００ 万， 四川达到 １０００ 万， 安徽、 贵州则在 ８００ 万左右。 第

二， 基础设施的建造和运营技术， 使城市的空间效率得到提高。 城市道路和交通工具

的技术演进， 推动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人力和畜力交通工具的运距和运力只能满足农

业社会小规模城市的需要， 公共汽车、 地下轨道交通可以快速、 大容量地运送城市人

口。 城市供水、 排水和能源供应， 也是在工业化的管网和化石能源开采储运技术的支

撑下， 大大超出了城市的自然空间范围， 极大拓展并提升了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 例

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② 从汉水丹江口到北京， 全长 １２６７ｋｍ， 分别为北京和天津提

供城市用水 １２ 亿 ｍ３ 和 １０ 亿 ｍ３。 根据北京水资源公报，③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水资源总量

为 ２４􀆰 ８１ 亿 ｍ３， 按照年末常住人口 ２１１４􀆰 ８ 万人计算， 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１１７ｍ３。 南水北调中线水量使北京水资源量增加了近 ５０％ 。 第三， 城市污染物和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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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 年到 １９７９ 年， 全国约有 １６５０ 万城市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 （包括自然村 ７２􀆰 ６％ 、 知青农场 １２􀆰 ５％
和军垦 （国营） 农场 １５􀆰 １％ ）。 尽管有意识形态 （改造青年人）、 政治考量 （树立权威）、 开发农村边疆地区和

减缓城市就业等多种动因， 但是， 主因无疑是粮食保障和就业问题。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方案》 （２００１ 年修改版）。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水资源公报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物治理技术的发展， 能够提升控制城市环境污染的能力。 如污水处理技术， 燃煤电厂

的脱硫、 脱硝技术， 垃圾处理技术等。 在城市空间有限和地下水污染风险增加的情况

下，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不仅消化了城市生活可燃废弃物， 而且可以将可燃废弃物转化

为能源。 第四， 工业技术如农药化肥和新品种培育使农业生产率得以大幅提高， 并减

少了自然灾害， 尤其是洪、 涝、 旱、 病虫等灾害的影响和制约。
技术支撑城市的规模扩张和运行， 突破城市自然环境空间的容量规定性， 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的效应。 第一是技术的倍数效应。 通过技术创新，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 在环境容量不变的情况下， 其所承载的

社会经济活动量和水平得以成倍数增加。 第二是技术创新使边际资源得以商业利用的

增量效应。 例如在水资源短缺的城市， 可以抽取深层地下水， 可以远距离调水， 也可

以淡化海水， 使原来在经济上不可行的资源得以市场供给， 在一定程度、 一定范围或

一定时期内增加了资源可利用量， 从而也就增加了环境承载能力。 表 １ 中北京地下水

平均埋深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大功率机井技术的出现。 再如， 高速公路和冷

藏技术可以使更远距离的新鲜蔬菜供给城市。 三是技术创新对环境资源的替代效应。
例如化学纤维对植物纤维的替代、 金属材料对木材的替代、 火力发电风冷技术替代水

冷技术等， 这些替代技术有效缓减了生态系统压力， 扩展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可

持续能力。

表 １　 北京市地下水平均埋深和储量变化 （１９６０ 年 ～ ２０１３ 年）

年份
地下水平均

埋深（ｍ）
地下水位年均

下降（ｍ） ａ

地下水位累计

下降（ｍ） ｂ

地下水储量年均

减少（亿 ｍ３） ａ

地下水储量累计

减少（亿 ｍ３） ｂ

１９６０ ３􀆰 １９ — — — —

１９８０ ７􀆰 ２４ ０􀆰 ２０ ４􀆰 ０５ － １􀆰 ００ － ２０􀆰 ７

１９９８ １２􀆰 ８８ ０􀆰 ３１ ９􀆰 ４５ － １􀆰 ３２ － ４４􀆰 ５

２０１３ ２４􀆰 ５２ ０􀆰 ７８ ２１􀆰 ３３ － ４􀆰 ３１ － １０９􀆰 ２

　 　 注： （ａ） 分别为 １９６０ 年 ～ １９８０ 年间、 １９８０ 年 ～ １９９８ 年间和 １９９８ 年 ～ ２０１３ 年间的年均变化量； （ｂ） 分别

为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相对于 １９６０ 年的累计变化量。
资料来源： 根据北京市水资源公报数据分析整理。

四、 特大城市规模扩张的边界刚性

一方面， 技术的倍数、 增量和替代效应， 有效破解了环境容量对城市规模的规定

性， 使得特大城市得以发育并运行。 另一方面， 技术创新对环境容量的扩张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对一定规模的城市运行和可持续能力具有抵消或负面效应， 制约着特大

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和高效运行。
这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的反弹效应。 由于资源利用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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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单位资源的有效成本和消费价格下降。 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消费者同等

额度的预算支出， 必然增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数量。 例如汽车燃油效率的提高， 单位

里程油耗的降低导致消费者可能行驶比燃油效率提高前更多的里程， 使得节油的数量

并没有达到技术倍数效应的效果。 又如节能灯的使用， 在节能灯替代白炽灯后， 同样

的照明亮度和时间， 可减少 ３ ～ ５ 倍的用电量， 但消费者可能增加亮度、 延长照明时

间， 从而使实际节省的电量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多。 二是自然资源消耗的加速效应。 由

于技术创新、 成本降低， 需求必然增加。 例如， 如果汽车价格昂贵， 只有少数高收入

者使用， 对不可更新化石能源的消费将远比汽车进入家庭的消费要少。 同样， 二次采

油、 三次采油技术使有限的石油贮量枯竭速度加剧。 如表 １ 所示， 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
随着水资源需求的不断攀升， 对北京地下水抽取的深度和数量均呈加速态势。 不论是

反弹效应还是加速效应， 均增加消费者剩余， 提升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但对环境资源

容量的占用和耗减，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是极限效应。 技术创新可以减少污染物

排放， 但达到一定水平后， 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技术难度增加， 而且在许多情况

下， 在技术上不可能达到 １００％的削减。 例如燃煤电厂的脱硫、 脱硝率一般在 ８０％ －
９５％ 。 技术的增量效应， 也不可能是无限的， 技术投入可以远距离调水保障特大城市

使用， 但不能改变大气水循环增加降水总量。 远距离调水增加特大城市供水， 只是改

变了自然资源的空间配置， 是一种零和结果， 并没有增加系统的总体容量水平。 图 １
数据表明， 近年来北京市的用水总量大致持平。 由于人口增加， 导致生活需水量不断

增加， 要保持用水总量的不变， 只能挤占农业和工业用水量。 ２０００ 年以前， 生态环

境用水量微乎其微，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地下水位不是太深， 植物的根系可以获取地

下水。 用水效率虽然提高了， 但是不可能增加自然界的水循环速率和数量。 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 现有的技术或未来的技术很难使地球表面积增加或创造新的适宜人类居住

的星球。

图 １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用水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水资源公报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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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技术的反弹效应、 加速效应和极限效应， 特大城市的规模扩张和运行才

受到边界刚性的制约。 这种刚性包含自然、 经济和社会刚性。 如果城市规模扩张所带

来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超出了技术的倍数效应、 增量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总和，
城市环境容量就会遭遇极限制约。 以汽车为例，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环保部公布了轻型汽车

国 Ｖ 排放标准，① 和欧洲正在实施的第五阶段轻型车排放水平相当。 相比 ２００５ 年发

布的国 ＩＶ 排放标准， 国 Ｖ 标准大幅度加严了污染物排放限值。 汽油车的氮氧化物排

放标准严格了 ２５％ ， 柴油车严格了 ２８％ 。 国 Ｖ 标准新增了颗粒物粒子数量限值要求，
颗粒物排放限值严格了 ８２％ 。 国 Ｖ 标准取代国 ＩＶ 标准， 技术效率将使单位燃油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２５％ － ３０％ 。 如果汽车数量保持不变， 则燃油产生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会同比例下降； 但是， 如果汽车数量增加 １ 倍， 则燃油消耗产生的污染物排放

会增加 ４０％ －５０％ 。 这也是为什么特大城市道路面积增加、 燃油标准提高， 而汽车

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增加的原因。 同样， 虽然天然气比煤炭清洁， 但天然气燃烧也有

污染排放。 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天然气排放的污染也会不断增加， 导致特大城

市的大气污染并没有得到改善， 反而会加重。 再比如， 假设由于用水效率提高， 北京

人均用水量下降了 １０％ ， 但北京人口增加了 ５０％ ， 则水资源需求总量增加 ３５％ 。 在

水资源环境容量已经超载的情况下， 北京这一特大城市的规模将难以维系。
经济刚性实际上是成本约束。 例如石油输出国阿联酋可以将石油资产转换为货币资

产， 进而投资城市不动产， 推动城市建设。 然而， 迪拜由于缺少淡水， 城市绿化十分有

限。 海水淡化技术虽然可以生产淡水， 但是高昂的成本使如此富有的石油输出国也望而

却步。 又如燃煤电厂的脱硫、 脱硝， 虽然不计成本， 加大投入可以提高减排水平， 但是成

本约束使这一选择变得不经济。 经济刚性表明， 迪拜可以建高楼， 但造不了人工森林。 人

们希望无限提高减排率， 但经济上不可行。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减少雾霾的技术选择很多，
如 “ＡＰＥＣ 蓝” 所使用的关、 停、 限、 治等， 但是由于成本太高， 经济上往往不可持续。

社会刚性源自于对生活质量要求的社会偏好选择。 建立体城市、 地下城市、 沙漠

城市、 海底城市在技术上可行， 但是， 人作为一种自然生物， 是有情感， 有偏好的生

命体， 需要阳光、 绿色和自然空间。 地下空间即使再大， 没有自然采光， 人们也不愿

居住。 高层建筑可以扩展土地容量空间， 但作为居民生活居住场所， 不接地气， 远离

自然， 上下楼不便。 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多在郊区住平房或低层建

筑。 过度拥挤的城市公共交通和过长时间的通勤， 也降低了生活品质。

五、 特大城市环境治理的技术选择

特大城市之所以能够在空间和人口规模上成长为特大， 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

９

潘家华： 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 技术张力与边界刚性

① 环境保护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第五阶段）》
（ＧＢ１８３５２􀆰 ５ － ２０１３），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发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



于技术创新和突破。 一方面， 技术张力使得特大城市的环境压力得到缓解， 治理水平

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 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难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破解， 城市病在许

多地方依然存在、 蔓延， 并且呈加重态势。 这也意味着， 解决特大城市的环境问题，
仅考虑病症已不够， 而是需要考虑病灶或病根， 并选取相应的技术手段治理城市病。

有些技术， 具有暂时缓解城市病的效用， 但从长远看， 并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 可将其作为应急技术， 而不能作为常规技术。 例如城市地下水的开采技术， 可以

将机井深度不断加码， 短期可以增加水资源供给， 但长期只能加剧城市水资源短缺。
北京的地下水位在过去的 ５０ 年里下降了 ２１ 米， 虽然曾暂时缓解了北京城市社会经济

发展的水资源瓶颈， 但并不可持续， 而且引发了生态恶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

题。 南方沿江和水网地区的城市由于地表水严重污染， 只能抽取地下水用以生产和生

活， 虽然这在短期可以保证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水质， 但从长远看， 由于地下水的补充

源自于地表水， 如果地表水污染不加以治理， 地下水的水质最终也难以保证。 在某些

情况下， 这一类加速资源枯竭技术的持续使用非但不是 “济世良药”， 更可能是 “饮
鸩止渴”。 但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排斥这一类技术， 在特定情况下加以应用也是环境治

理的一种有效选择。 例如在地表水出现突发严重污染的情况下， 或在干旱季节、 少雨

缺水年份、 常规水资源严重偏少的情况下， 大功率机井技术作为一种应急手段， 显然

有助于支撑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 当然这类情况还包含一些成本极限约束

的技术， 例如海水淡化技术、 绝对零排放技术等。 这类选择与资源枯竭加速效应的技

术不同， 从长远看有助于提升城市环境容量， 但在短期内经济上不可行， 难以大规模

使用， 需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降低成本。 但在小规模特定情况下， 作为一种应急或

有限补充手段， 对于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也具有积极意义。
也有一些技术， 具有倍增效应， 在理论上具有治理城市病的巨大潜力。 但由于消

费偏好、 社会接受度等原因， 其治理城市病的潜力难以得到最大发挥。 例如城市地

铁、 大容量公交、 轻轨， 其速度、 成本、 容量相对于小汽车， 具有 ４ 倍、 ８ 倍乃至于

１０ 多倍的效果， 但是由于 “最后一公里”、 换乘困境、 过度拥挤等原因， 制约了许多

消费者的选择。 因此， 这些技术对于特大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舒缓， 可能低于预期。
这表明， 具有倍增效应的技术， 需考虑社会偏好， 并有相应配套。 又如使用转基因农

牧生产技术、 依赖化肥农药的工业化现代农业技术可以使产量倍增， 为特大城市商品

食物的供给提供了有效保障。 但是， 城市居民的消费意识、 消费理念可能并不认同或

接受这些技术所生产的农产品， 而更倾向于选择有机农产品、 非转基因食品。 如果使

用转基因技术和化肥农药的农产品具有食品安全隐患， 这种倍增技术甚至没有积极意

义。 再如生活用洗澡、 洗手等节水技术， 如果仅仅为了倍增效应而导致生活品质的下

降， 也难以为消费者所接受。 因而将倍增技术用于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 只有考虑消

费者偏好和社会选择， 其疏解环境刚性约束的技术张力才能得到有效展现。
还有一些技术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技术张力， 增强了环境承载能

力， 有助于有效治理城市病； 另一方面， 又耗损环境容量， 触及其他方面的环境约束

０１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刚性。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城市污水处理。 城市污水的汇集、 集中处理和中水回用， 不

仅解决了城市水污染问题， 而且增加了城市水源供给， 其技术张力不言而喻。 但是城

市污水管网的建设、 维护和运行， 污水处理厂的运营， 均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而能

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使用， 伴随着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污水处理率越高，
标准越严格， 能源消耗就必然越多， 从而触及能源安全、 大气污染防控方面的刚性约

束。 燃煤锅炉脱硫、 脱硝技术也具有同样的特征， 因为脱硫、 脱硝设施的运行需要消

耗电能来完成。 在上世纪八十、 九十年代， 城市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是我国解决城市

垃圾围城技术的首选。 但是， 该技术占用土地资源并污染地下水源， 使得人们不得不

放弃这一技术选择。 对于这类具有技术张力但触及环境红线的技术， 社会的选择只能

是权衡取舍，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如果燃煤锅炉不脱硫、 脱硝， 社会

危害更大。 相反， 继续选择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已经不可行。 因此， 有必要考虑选择替

代技术。 例如，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采用湿地处理技术，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采用焚烧发

电技术。 此外， 还可以考虑放大技术张力的选择， 例如燃煤锅炉脱除的硫和硝可以资

源化利用。 将废弃物作为原料或产品加以再生， 可以从总体上减少资源消耗， 从而提

升技术张力。
应该说， 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有许多可选的技术途径， 但这些技术选择的实际效

果受到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和社会偏好的制约。 这意味着， 虽然技术张力对于特大城

市的环境治理有着非常积极的、 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但受消费偏好因素的影响， 仅靠

技术途径来实现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是不够的， 需要从根本上消除城市环境恶化的源

泉。 只有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技术张力才能有效提升， 从而改善城市环境质

量、 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六、 特大城市环境治理的制度途径

从以上分析可知， 科学合理地选择创新性技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舒缓城市

环境压力、 减轻城市病状、 扩大和提升城市的空间和人口规模。 但是， 由于自然、 经

济和社会刚性等原因， 特大城市的边界并不能够单纯靠技术的张力得以彻底根除或破

解。 实际上， 特大城市的技术张力已经接近或达到、 甚至超过生态环境红线的极限约

束，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十分有限甚至不复存在。 在特大城市环境治理存在技术瓶颈的

情况下， 需要考虑技术以外的途径， 寻求社会经济和制度上的改革创新。
第一， 需要根据边界刚性明确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位。 城市规模与城市功能定位直

接相关， 在相当程度上是城市功能实现和拓展的结果。 特大城市之所以特大， 原因就

在于其功能太多、 太集中。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集全国或所辖地区政治、 经济、 科技、
教育、 文化、 医疗、 金融、 商贸、 交通中心或枢纽等功能于一体。 就业岗位的增加、
城区面积的扩张、 现代工业技术的张力， 使得这些城市为了扩大规模而不断兼并周边

县域。 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几乎都将原本为郊县的辖区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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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设区， 以拓展城市空间。 例如， 改革开放后， 北京将通县、 昌平、 顺义、 平谷、 房

山、 大兴、 怀柔等县撤县设区， 只留密云、 延庆两县， 导致 “城市大饼” 越摊越大。
北京的功能定位应集中在政治、 文化、 科技和国际交往等方面， 在非首都核心功能疏

解后， 北京的就业岗位和人口也将得以疏散。 同样地， 许多省区存在省会城市一城独

大的现象。 省会城市几乎集全省的非农资源， 尤其是各种优质社会服务和经济资源于

一地， 导致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张。 如果将全国或全省最优质的教育、 文化、 医疗资源

分散于全国、 全省各地， 城市的规模自然会得到有效管控。
第二， 需要考虑自然刚性的极限约束。 北京市根据水资源的刚性约束， 明确人口

总量调控的上限为 ２３００ 万人。 北京每年缺水 １５ 亿 ｍ３， 南水北调至多只能增加 １２ 亿

ｍ３。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 北京市与各区县签署人口调控目标责任书， 进一步加快疏解非

首都功能。① 另外， 从资源承载力的角度看， 南水北调存在一定风险， 因为汉水水

源、 一千多公里的工程管控均有不确定性。 如果换一种思维， 不是 “调水” 而是

“调人”， 即利用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来带动就业和人口的集散， 情况会得到显著改

善。 例如， 将教育、 医疗资源和高端制造业等优质经济资源投向丹江口， 就不需要千

里迢迢调水， 北京、 天津的城市规模， 也不会无序扩张， 城市病也就被根除了病因。
第三， 需要考虑经济和社会刚性， 强调城市宜居性。 技术手段虽然可以缓解自然

刚性， 如北京人口规模增加导致的生活用水需求可以通过挤出农业和工业用水得以满

足。 但是人口规模增加同样导致生活空间压缩。 住在塔楼里的居民难以获取全天候的

自然采光和清新空气， 容易产生 “上无片瓦， 下无立锥之地” 的感觉， 生活质量大

打折扣。 这也是为什么欧美中产阶级多住在郊区而避免在拥挤的城区高楼居住的

原因。
第四， 需要通过立法手段实现技术的科学理性选择和拓展。 例如， 对于无限抽取

地下水、 增加土地容积率的技术， 并不宜居、 生态， 也不可持续， 需要加以约束； 对

于具有倍增效应的技术， 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刚性约束， 鼓励其完善配套， 以充分展现

技术的张力效果。 总之， 技术手段有助于特大城市的环境治理， 但效果有限。 需要在

技术手段以外， 尤其是体制机制上， 寻求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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